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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收入者更关心环境吗?
———基于调查数据的经验研究

王 哲

摘 要 后工业社会理论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一个重要命题是，经济增长以及随

之而来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会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转型，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人们更

加关注环保，即环境关心。这一理论的一个可能推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低

收入人群，高收入者更加关心环境。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结合多元回归分析和结

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文章系统考察了个体收入，包括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于个体环境关心

程度的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文章发现，收入越高并不会直接带来环境关心

度的提升。虽然收入通过影响教育和环保知识总体仍然提升了环境关心度，但受教育程度

和环保知识对提升个体环境关心水平的拉动作用更大。本研究的结论意味着，各级政府部

门开展的环保主题教育活动是有必要的，只有首先提升人们的环保关心，才能希望他们付诸

实际的环保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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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普通中国人对环保的关注与日俱增。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

中心发布的多轮次《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多数城市居民将环境污染视为政府最应

341



该解决的问题，并愿意为改善环境做出贡献，愿意为环保组织捐款和担任环保义工的人数在逐年上

升①。凤凰国际智库联合世界资源研究所( WＲI) 开展了“展望十三五绿色发展民意调查”，回收到的

3716 份有效问卷显示，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

境保护和气候变化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②。甚至连美国前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朱棣文都表示，中国人的环保意识有明显提高，现在民间对环境的这种关心，在 5 年前是听不

到的③。

如何看待并解释中国人日益增长的环保关心( Environmental Concern) ? 其实，在一些西方社会

学家看来，中国的情况并不难理解。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上世纪中后期已经普遍出现了环保主

义(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ism) 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真正关心环境;越来越多的环保非营利

组织出现;倡导呼吁绿色主义的政党———绿党———在很多国家，例如德国，已经登上政治舞台; 此外，

为了赢得更多的选票，传统大党也开始重新评估施政纲领，接受、吸纳所谓“绿色主张”，出台各类

“绿色政策”。在欧洲，“绿色政治”已经成为一股政治风潮。

在发达国家，这一风潮产生的背后是所谓“后工业社会”( Post － industrial Society) 的来临以及

“后物质主义”( Post － materialism) 价值观的兴起④。正如著名政治文化学家、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

德·英格尔哈特( Ｒonald Inglehart) 所认为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价值

观会经历转型，由传统的“物质主义”( Materialism) 即重视物质增长、消费等观念逐渐转变为“后物质

主义”，即重视生活质量、自我实现和环境保护⑤。在英格尔哈特理论的笃信者看来，政治环保主义

和民众环保关心的兴起，恰是“后物质主义”的产物，甚至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最显著的特

征”⑥，这背后的根本决定力量在于一个所谓“丰裕社会”( Affluent Society) 的出现。经济的增长，使

得人们摆脱了过去的环境不安定和物质短缺，因而产生了超越物质需要的价值观念。

在环境关心领域，上述理论的一个可能推论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低收入人群，高

收入人群可能更加重视环保，更关心环境质量，因而他们的环境关心水平也更高。使用中国综合社

会调查( CGSS) 的数据，结合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本文系统考察了个体收入，包括

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对于个体环境关心程度的影响。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本文发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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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越高并不会直接带来环境关心度的提升。虽然收入通过影响教育和人们的环保知识在总体仍然

提升了个体的环境关心水平，但相比较来说，受教育程度以及人们的环保知识对个体环境关心水平

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相比收入的拉动效应，提升个体受教育程度和环保

知识水平更能带来个体环境关心水平的提升，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环保意识和环保氛围。与此相

关，各地方兴未艾的各类环保主题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有效的。

二、中国民众环境关心的决定因素:文献梳理

已经有若干文献讨论了中国民众环境关心的决定因素。现在来看，学者们将主要的焦点集中于

若干社会经济人口学变量的影响上，发现个体的户籍性质、性别、年龄等变量可能显著影响其环境关

心度。聂伟考察了城乡差异对于民众环境关心的影响，发现相比农村，城镇居民的环境关心水平更

高①。使用相同的数据，范叶超和洪大用发现了与聂伟类似的结论，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他们发现，有

关城乡居民环境关心差异的三种解释理论: “差别暴露理论”、“差别职业理论”和“差别体验理论”，

只有“差别暴露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情况，即面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民众对环境的关

心逐渐被激发起来②。

除城乡差异外，还有学者考察了性别和年龄对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使用 CGSS2003 的数据，洪

大用、肖晨阳发现，中国民众的环境关心存在性别差异，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结论所不同的是，中国男

性群体的环境关心度更高③。由于 CGSS2003 只有 7%左右被访者位于农村地区，因此该研究实际上

主要反映了城镇居民的性别差异。而刘贤伟、吴建平使用国内三所高校的数据，分析发现与男性大

学生相比，女性大学生的环保关心程度更高④。基于农村的调研数据，栗晓红则分析发现，性别差异

不构成环保态度的显著解释变量⑤。洪大用等则使用 CGSS2010 的数据发现，年龄因素显著影响民

众的环境关心度，青年人的环境关心水平更高⑥。

此外，也有学者发现，除个体社会经济人口变量外，宏观层面变量也可能影响个体的环境关心水

平。洪大用、卢春天使用 CGSS2003 的数据，运用多水平分析技术发现，除个体层面变量例如性别、年

龄等因素影响个体的环境关心外，城市层面变量，包括第一产业比例和工业烟尘排放量等都与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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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环境关心度正相关①。实际上，这一结论也部分佐证了环境关心的“差别暴露理论”。

关于本文关注的收入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上述研究虽多有涉及，但在这些文献中，收入变量

一般被作为控制变量出现在计量模型中，尚没有专门考察收入与环境关心之间关系的文章。在计量

统计技术上，简单将控制变量的系数认定为无偏估计，将带来明显的测量偏误问题。正如美国著名

计量经济学家詹姆斯·斯托克( James Stock) 和马克·沃森( Mark Watson) 所言:由于“控制变量仍然

与误差项相关，其系数仍然不能摆脱遗漏变量误差，因此不能解释为因果效应”②。此外，在收入的

具体测量指标方面，现有文献一般仅采用单一的指标，例如个体年收入等，也缺乏进一步的稳健性检

验内容。退一步说，即使仅就作为控制变量出现的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而言，现有研究也远未达成

共识:在多数研究中，收入与环境关心之间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③，而在另一些研究中，收入与环境

关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则是正向显著的，即收入越高的个体，其环境关心度越高④，正是基于以上三个

方面的考虑，本文拟深入考察个体收入与其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

三、数据与测量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⑤。此次调查覆盖了中国 31 个省、

直辖市和自治区，通过面访调查 17 岁以上的居民。CGSS2010 的有效样本量为 11783。关于我们所

关心的环境相关题目，主要分布在问卷的 L 部分，这一部分共回收有效样本 3716 个。值得一提的

是，尽管与整体问卷相比，环境部分样本量相对较小，但同样涉及全国 31 个省级区域，因此，环境子

样本抽样的随机性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对于个体的绝对收入，现有文献一般采用个体年收入变量进行测量。但正如学界研究所提示

的，检验个体收入的影响，除考察个体自身的年收入外，还应该考察其家庭年收入以及所在地平均国

民收入的影响⑥。基于这一考虑，本文不仅以个体年收入( A8a) 作为收入的测量变量，而且将其家庭

年收入( A62) 和所在地( 县级) 人均国民收入( 人均 GDP) 作为替代性测量变量。人均 GDP的数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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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①，由于市辖区和县之间的差异，本文只收集了县级的人均

GDP数据加入估计模型。同时，考虑到县级人均 GDP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我们还加入了县级人均

储蓄金额作为衡量地区人均国民收入的替代性变量，这一数据来源于《2010 中国县( 市) 社会经济统

计年鉴》，具体数值等于当地居民年末储蓄存款总金额除以当年度常住总人口。由于收入数据分布

距离回归正态性假设差距较大，因此我们统一对上述四个变量取自然对数。此外，正如主流文献提

示的，要考察收入的影响，不能忽视相对收入或所处收入阶层的影响，因此本文同时考察了相对收入

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我们使用“您家的家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 A64) 一题来测量相对收

入，这一题的答案分布为 1 － 5，数值越大代表家庭经济状况相对越好。

对于个体的环境关心，现有研究更多采用由美国知名环境社会学家莱利·邓拉普( Ｒiley Dun-

lap) 等人提出的 NEP量表及其修订版②进行测量③。近年来，该量表被引入国内，洪大用等结合中国

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信效度检验后，删去了 5 道不适合中国的题目，提出了中国版的环境关心量表

( CNEP) ④。经过实际数据的验证，CNEP更加适应国内的情况，且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因此，本

研究主要采用 CNEP 量表测量民众的环境关心水平。在 CGSS2010 中，L 模块第 25 题专门设置了

NEP量表，删去其中的第 2、4、6、12、14 问后为 CNEP量表。其中第 1、3、5、7、9、11、13、15 问为正向题

目，答案数值越高代表环境关心度越高，而第 8、10 问为反向题目，答案数值越高代表环境关心度越

低。我们将双数题目答案数值的顺序进行了反向编码，使之数值越高也代表环境关心程度越高。然

后将 10 道题目的答案进行加总，得到值域为［15，50］的环境关心变量。

值得一提的是，CGSS2010 中还有一道题目与环境关心有关: “总体上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

注?”( L6a) 。文献中也有研究使用与此题目类似的方式来测量民众的环境关心水平⑤。因此，本研

究将这一题目作为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除去自变量和因变量，基于已有的文献，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户籍性质( 0 － 1 变量，1 代

表访谈地为居委会，0 为村委会) 、性别( 0 － 1 变量，1 为男性) 、年龄、民族状况( 0 － 1 变量，1 为少数

民族，0 为汉族) 、受教育程度( 按照一般处理方法折算成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 0 － 1 变量，1 为同

居或已婚，0 为其他) 、是否是中共党员( 0 － 1 变量，1 为党员，0 为其他) 、个体的环境知识( L 模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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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题 10 个问题的正确数量) 等。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环境关心( CNEP) 3599 37． 02 5． 54 15 50
环境关心( L6a) 3615 3． 67 0． 99 1 5

自变量
个人年收入( 对数) 2723 9． 34 1． 15 4． 61 14． 85
家庭年收入( 对数) 3151 10． 11 1． 04 6． 21 14． 91
人均 GDP( 对数) 1823 10． 18 0． 68 8． 98 11． 67
人均储蓄金额( 对数) 1823 9． 64 0． 51 8． 5 10． 79
家庭经济状况等级 3606 2． 60 0． 76 1 5

控制变量
户籍性质 3615 0． 65 0． 48 0 1
性别 3615 0． 47 0． 5 0 1
年龄 3614 47． 21 15． 72 17 91

是否汉族 3613 0． 08 0． 28 0 1
受教育程度 3614 8． 99 4． 61 0 19
婚姻状况 3615 0． 8 0． 4 0 1
是否党员 3615 0． 13 0． 34 0 1
环境知识 3550 5． 2 2． 74 0 10

四、模型说明、结果与讨论

在本部分，我们首先尝试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考察四种收入变量( 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县

级人均 GDP以及县级人均储蓄额) 对于个体环境关心度的影响。考虑到因变量的值域是［15，50］，

按照通常的做法，我们直接采用普通 OLS回归进行分析。考虑到数据存在的跨区县性质，我们在所

有的回归方程中都采用了以区县代码( s42 ) 为区分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clustered robust standard er-

ror) 。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2。

首先以个人年收入作为自变量。模型 1． 1 仅加入个人年收入( 对数) 一个自变量，估计系数显著

为正，回归系数达到 1． 588，p值小于 0． 001;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混淆因素，我们在模型 2． 1 中加入

若干控制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明显缩小，仅为 0． 250，p 值小于 0． 05;进一步，

为了控制调查所在区域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我们在模型 3． 1 中加入了 31 个省级单位的虚拟

变量，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按照 5%的显著标准，自变量回归系数虽然达到了 0． 198，但并不显著。

我们将自变量变为其他测量方式，然后重复上述建模程序。由于篇幅限制，表 2 中只给出了最

终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3． 2 以家庭年收入( 对数) 为自变量;模型 4． 1 以人均 GDP( 对数) 为

自变量，同时控制个人年收入( 对数) ;模型 4． 2 以人均储蓄额( 对数) 为自变量，同时控制个人年收

入( 对数) 。这些模型的估计结果都显示，收入对于个体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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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了绝对收入对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后，我们将受访者家庭经济状况等级作为自变量，考

察相对收入对于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是为模型 4． 3。估计结果显示，自变量的系数虽然也为正，但

同样不显著。

表 2 多元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1． 1 模型 2． 1 模型 3． 1 模型 3． 2 模型 4． 1 模型 4． 2 模型 4． 3
自变量

个人年收入
1． 588 0． 250 0． 198 0． 224 0． 214
( 0． 102) ( 0． 109) ( 0． 112) ( 0． 149) ( 0． 152)

家庭年收入
0． 169
( 0． 102)

人均 GDP
0． 151
( 0． 322)

人均储蓄额
0． 323
( 0． 478)

家庭经济
状况等级

0． 071
( 0． 104)

控制变量
户籍性质 0． 883 0． 831 0． 830 0． 199 0． 191 0． 881
性别 0． 131 0． 167 0． 200 0． 354 0． 351 0． 097
年龄 － 0． 005 － 0． 006 － 0． 008 － 0． 008 － 0． 008 － 0． 007

是否汉族 0． 631 0． 482 0． 315 0． 649 0． 692 0． 203
受教育程度 0． 161 0． 155 0． 141 0． 168 0． 166 0． 146
婚姻状况 － 0． 091 － 0． 130 － 0． 215 － 0． 785 － 0． 763 － 0． 060
是否党员 0． 329 0． 288 0． 209 1． 104 1． 109 0． 376
环境知识 0． 757 0． 748 0． 772 0． 760 0． 759 0． 784
省虚拟变量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样本量 2708 2680 2680 3095 1360 1360 3551

Ｒ － square 0． 107 0． 272 0． 296 0． 303 0． 254 0． 254 0． 303

注:“”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所有括号中均为以县区代码( s42) 区分的聚类稳

健标准误( clustered robust standard error) 。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人均 GDP 和人均储蓄额均为自然对数形式，下

表同。

尽管收入( 绝对收入与相对收入) 对于个体环境关心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但我们从表 2 可以发

现，环境知识变量的显著程度很高，其系数达到了 0． 75 左右，p 值小于 0． 001。此外，学界已有的一

些研究也提示我们，收入很有可能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个体的环境关心①，即使收入与

环境关心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下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将收入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分解为

直接效应和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考虑到篇幅限制，我们仅列出最终的估计结果，

均为标准化系数，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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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收入与环境关心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环境关心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个人年收入 0． 025 0． 10 0． 125
家庭年收入 0． 037 0． 09 0． 127
人均 GDP 0． 025 ——— ———
人均储蓄额 0． 033 ——— ———

家庭经济状况等级 － 0． 015 0． 028 0． 013
户籍性质 0． 065 0． 061 0． 022 0． 021 0． 066 0． 065 0． 130
性别 0． 010 0． 010 0． 018 0． 018 0． 001 0． 017 0． 027
年龄 － 0． 002 0． 004 － 0． 013 － 0． 014 0． 001 － 0． 027 － 0． 029

是否汉族 0． 035 0． 032 0． 035 0． 036 0． 023 ——— ———
受教育程度 0． 100 0． 101 0． 094 0． 093 0． 101 0． 162 0． 262
婚姻状况 0． 001 － 0． 001 － 0． 029 － 0． 028 0． 010 ——— ———
是否党员 0． 011 0． 000 0． 059 0． 059 0． 014 0． 031 0． 042
环境知识 0． 496 0． 508 0． 552 0． 550 0． 525 ——— 0． 496
SＲMＲ 0． 034 0． 034 0． 035 0． 035 0． 033
CD 0． 375 0． 370 0． 266 0． 267 0． 357

注:“”表示 p ＜ 0． 001，“”表示 p ＜ 0． 01，“”表示 p ＜ 0． 05。由于我们采用以县区代码( s42) 区分的聚类稳健

标准误，因此统计软件只报告 SＲMＲ和 CD(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

从表中可以看到，尽管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与家庭经济状况等级对个体环境关心的直接效

应不显著，但他们通过环境知识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是显著的，因而总效应也可以被认定

为是显著的。而人均 GDP和人均储蓄额的情况不同，它们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不显著，因此缺

乏总体效应。

如果我们将关注的焦点稍加转移，就可以发现，整个分析过程中受教育程度和环境知识两个变

量的显著性一直存在，且 p值至少在 0． 01 以下。相比较于收入变量，这两个变量不仅直接效应和间

接效应均显著，而且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也较大，显示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不稳定系数估计值，我们需要对上一部分的结论进行更深入的稳健性检

验。一般来说，进行稳健性检验的方式有三种: ( 1) 对于关键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换用其他替代性变

量进行测量; ( 2) 对相关变量采用其他编码方案进行重新赋值; ( 3) 采用其他估计模型或估计方法①。

理想状态下，不考虑稳健性检验的数据充足以否，如果按照以上三种方式进行估计时核心自变量的

估计系数稳定，则可以认为系数估计结论是稳健的。幸运的是，CGSS2010 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涉及环

境关心的相关问题，方便我们进行严谨的稳健性检验。

我们首先采用第一种方式进行。对于本文中的因变量，即环境关心，尽管学界当前主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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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基于 NEP量表来进行测量，但实际上 CGSS2010 中还提供了另一道测量环境关心的题目: “总体上

说，您对环境问题有多关注?”( L6a) ，答案序列包括“完全不关心、比较不关心、说不上关心不关心、

比较关心、非常关心”，得分分布为 1 － 5。此外，还有一些被访者选择了“无法选择”一项，按照其他

研究的处理方式①，我们将这一选项等同为“说不上关心不关心”。我们使用这一题目替代 CNEP 量

表作为回归分析的因变量，然后重复上文的多元回归分析过程。回归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种测量

绝对收入的变量( 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人均 GDP 以及人均储蓄额) ，其系数均不显著。在加入

省级虚拟变量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效应后，相对收入变量( 家庭经济状况等级) 也不显著。与

此相反，受教育程度变量以及环境知识变量则始终显著，显示了良好的稳健性。

接下来，我们对变量的编码方式进行调整。对于因变量来说，由于采用 CNEP 量表测量的环境

关心难以调整且调整后量表将丧失意义，因此，我们主要对总体环境关心变量( L6a) 进行调整。考虑

到受访者可能出于某些原因而高报自己的环境关心，正如满意度测评中广泛存在的情况②。在无法

观测出具体哪些人会“高报”时，排除这一因素的一个简单方法是对因变量进行重新赋值:将关心水

平处于中间等级( 选择“说不上关心不关心”) 以及之下( 选择“完全不关心”、“比较不关心”) 的受访

者合并为“不关心”并赋值为 0，而将“比较关心”、“非常关心”合并为“关心”并赋值为 1，然后采用二

分 Logit模型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四类收入变量变量均不显著，而在加入省级虚拟变量后，相

对收入变量也不显著。而受教育程度变量与环境知识变量依然正向显著。某种意义上，这一证据意

味着，被访者谎报环境关心水平可能并不是一个值得过于担心的问题。

对于收入变量来说，由于存在特定的离群值( 收入过高者) 可能会影响模型估计的结果，因此除

了对收入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外，我们还分别去掉了个人年收入和家庭年收入最高的 1%受访者。

结果显示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度并没有发生变化。

最后，我们采取其他模型或估计方法，再次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包括家

庭存款数额( C6) ，个体自评社会阶级( A43a) 。分析结果显示，除了单独加入自评社会阶级变量时，

个人年收入对环境关心变量的回归系数处于 5%的边际性显著水平之外，其他任何情况下，不论是绝

对收入变量还是相对收入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此外，我们还采用了近年来流行的多水平模型

( Multilevel Model) 分析人均 GDP与人均储蓄额对于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上述结果是

稳健的。限于篇幅，这部分的回归结果没有列出，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六、结语:环保宣传的必要性

几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孕育出了一幅一体两面的画卷: 一面是不断拔起的摩天大楼和日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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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城乡基础设施; 一面则是不断恶化的环境质量和屡见报端的环境事故。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

人摒弃了过去那种“两眼不见窗外事，只顾低头看腰包”的贫穷心态，转而开始越来越关心环境。正

如一系列抽样调查所揭示的，中国国民中关心环境人口的比重正在日益上升，民间也有越来越多的

环保力量，并已成为扭转环保颓势的一股生力军。

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即为什么人们的环境关心水平越来越高，已成为当前环境社会学和政府公

共管理领域重要课题。在英格尔哈特以及其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的笃信者看来，环境关心作

为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其产生也肇始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所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随着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本作为“非必需品”的环境质量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必需品”，由此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心环境，关注环保。这一理论可能的一个推论是，收入状况显著影响人们的环境关心

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收入越高的人群，其环境关心水平越高，简言之，富人更关心环境。

那么，事实是否如此?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代表性数据，本文系统考查了个人收入，包括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对

于个体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其他尽可能详尽的稳健性检验

后，本文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不论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不构成个体环境关心的显著

直接解释变量，尽管两者的相关系数为正; 收入只是通过环境知识和教育等中介变量正向影响环境

关心水平。与个人收入相比，教育及环境知识对个体环境关心的影响程度更大，也更稳定;在其他条

件相同的情况下，受教育水平越高，个体越关心环境; 个人的环境知识越丰富越准确，也越关心环境。

换句话说，并非富人更关心环境，而是高学历者和知识分子更关心环境。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包括政府在内的许多力量，已经在为扭转环保颓势而努力。近年来，

许多地方先后举办过环保文化节、环保公益行的活动;各类环保宣传公益广告也随处可见，不仅仅出

现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里，也出现在街头散发的环保手册里; 不仅仅出现在城市繁华街头的 LED

大屏幕上，更已经出现在偏远乡村街道两旁的围墙上。包括民间环保组织在内的许多社会性力量也

已经发起了越来越多的宣传、普及环保知识活动，旨在提升民众的环保意识，促成民众的环保行为。

然而，面对依然严峻的环境现状，越来越多的悲观论者开始认为，宣传教育对环保没有作用，他

们更加相信“环保库兹涅茨曲线”的逻辑，认为经济增长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标之策。这一命题是

否正确已超越了本文的视野，但至少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环保宣传教育是有效的，甚至可能是提升

人们环境关心最重要的方式。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提示的，教育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普及知识，它

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唤醒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恰是维护环境进而改善环境的最为

关键的因素之一①。未来，要进一步加强对民众环保行为的积极引导，强化对日常环保行为的鼓励

与支持，通过正面引导 +负向惩戒并举的方式，不断提高民众环境意识，提升民众实际环保行为转

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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